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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反垄断与隐私保护
方 燕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作为策略性资源的大数据可能带来质量恶化、研发阻碍和隐私损害等问题，而作为生产要素和有价商

品的大数据可能促进竞争秩序和提升福利。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握剑之人用剑的意图和特定的经济技

术特性。大数据的公共品特性、价值加速递减性与异质性使大数据的能力打折扣，因而针对大数据的净竞争效应

定性只能依个案分析。本文主要从双边数字平台视角分析梳理不同用途大数据的净竞争效应，以便于对大数据引

致的反垄断问题进行精准审视。大数据可能引出反垄断、隐私安全保护等诸多议题，因而迫切需要相关部门的合

作与协调。通过对大数据多用途性及其衍生的各种竞争影响的分析和梳理，本研究有助于修正各界对大数据形成

垄断和损害竞争的片面解读，并帮助反垄断执法机构准确对待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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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很多线下活动被数字化的在线平台集聚到一起，虚拟网络空

间产生的用户数据呈现爆炸式膨胀，数据作为在线平台的投入要素和有价商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已到来。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几乎无处不在。每个企业都想尽办法收集、处理

和使用海量数据，线上平台还能借助自动处理软件和算法在短时间内处理并使用这些数据，透析

用户的兴趣点和痛点，改进产品、提供个性化服务或精准化广告投放等。因此，数据的收集和使

用是否影响竞争和效率的问题，已成为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关键问题。

当前正经历一个从石油时代向大数据时代的过渡。有关用户、团队和组织的历史记录和基本

属性的大数据，俨然已成为21世纪的“原油”和未来的新“货币”。大数据将会是后工业时代或者

说数字经济时代举足轻重的大宗商品。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大数据的收集、提炼、流转、

分析乃至消费，将贯穿整个数字经济产业链，尤其是数据收集环节，因而可以说，谁掌握了数据

收集环节，谁就会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参与者，并占据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竞争优势地位。

在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时代的大数据竞争将是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这需要大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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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相结合，尤其是与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之间深度融合。互联网经济的技术进步变革着几乎

所有部门收集、处理大数据的理念和方式。由于拥有大数据和大数据处理能力，数字平台与只有

有限认知能力的用户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从而衍生出有关人身自由丧失、数据算法规则不透

明、运营商缺乏责任担当，以及数据滥用和危害用户利益等担忧［1］。从这个意义来看大数据时代

好比是一个黑箱社会（Black Box Society）。
从学术角度来看，大数据时代下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衍生出两个无法回避的理论

问 题［1］。 第 一 ， 垄 断 化 （Monopolization） 或 体 现 多 用 途 性 的 集 中 多 样 性 （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集中多样性概念换用现代经济学术语可表述为数据的范围经济效应。第二，先进

算法和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搜索平台和社交网络等）带来的责任和义务。相应地，由上述两个

问题衍生出两个主题，竞争政策和用户权益保护（尤其是隐私安全保护）。在其背后的一个更基本

问题是，强大的数据收集处理能力与有限的人类认知、个体自由和自治价值后果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性的矛盾。因此，本文将针对追求算法规则透明和强调责任义务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从社会角度来看，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上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是能够提升经济效率的，因其不

仅降低搜索和匹配成本，还让一些原本不可能的交易得以发生并促进了研发创新活动［1］。数据的

范围经济具有“数据越多、纵向一体化越好”的特点，收集更多的用户数据让平台能更好地满足

用户的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诉求，会潜在地给平台和用户带来益处。然而，大数据也有硬币的两

面。企业不仅能够利用大数据驱动策略提高运营效率［2］，还能通过大数据获得和维持一个不公平

的竞争优势［3］。这里强调的是，作为系统产品的互联网服务产品，必定是由多个环节的提供商相

互合作的结果。这里关注的企业不仅是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互联网科技企业，还包括处于互联网产

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中的企业。因此，要评判大数据和信息隐私安全的反垄断含义，必须深刻理解

在线平台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的手段，以及各在线平台借助大数据开展竞争的性质和方式。

二二、、数据的多用途性与反垄断初探数据的多用途性与反垄断初探

从双边数字网络平台视角理解大数据及其相关问题是关键的切入点。①就相对依赖线下渠道的

传统商业模式而言，借助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线上纵向一体化、网络化或二者混合模式运营的

互联网科技平台获得用户数据的能力和激励更强，也能更有目的性地处理和使用这些大数据资源。

这些大数据至少有三大用途［5］：第一，作为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的生产要素。第二，作为出

售给缺乏大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的企业的价值商品。第三，作为维持优势地位，限制对手进入或

诱导退出的战略性资源。不同用途下的大数据带来的竞争效应不同，收到反垄断和竞争政策关注

的程度也不同。因此，数据用途是有关大数据的反垄断案分析的一个关键点。

（（一一））作为要素或商品的大数据的促进竞争效应作为要素或商品的大数据的促进竞争效应

作为生产要素的大数据或作为有价商品的大数据虽然都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6-7］，但

也存在实质性区别。自从2013年美国Nielsen并购Arbitron案后，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反垄断案，

以及数据作为可出售的价值商品案件的内在区别才开始正式被意识到［8］。大数据主要通过反馈闭

环来实现需求侧和供给侧规模经济，提升经济效率，促进有效竞争，其反馈闭环主要包括两种［6］：

第一，用户反馈闭环（User Feedback Loop）。大数据通过干中学和学习效应提升平台的现有产品

或服务的质量。平台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偏好，并针对性地提升服务质量使平台吸引更

多用户接入。平台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开发新产品或服务，尤其可以借助大数据更精准地“命中”

① Mattiuzzo[4]指出，有些平台并不满足双边市场模型，采用其他框架去进行反垄断分析或许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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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狙击”潜在用户，并为之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和广告，帮助平台增收。第二，货币化反馈闭

环（Monetization Feedback Loop）。通过大数据，平台更能有针对性地出售广告获益。好的商业化

平台带来的高收益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并吸引更多用户。事实上收集用户数据有助于平台改善产

品或服务［9］、产品推荐甚至增加免费内容［10］。

大数据用途的不同使得大数据竞争性分析也不尽相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EC）指出，大数据可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商业产品。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不宜介入干预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界定数据的相关市场具有内在困难，而市场界定和市场势力测度是当前反垄断法下经

济分析的根本。相关市场界定能够明确哪些产品服务是潜在竞争的，之后才能测度某企业实施市

场势力的能力大小。在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反垄断司法辖区里，借助假定垄断者测试（SSNIP）
的替代性分析是界定相关市场的主流方法［8］。但实际情况是，平台将大数据作为产出其他服务的

重要要素，而不是为一种有价商品出售，因而平台之间在大数据销售中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就不

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因此，将大数据采集作为一个相关产品市场既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是

不可操作的［11］，即便有可能准确勾勒出这一产品市场也是很困难的［12］。例如，在 2014 年的

Facebook和WhatsApp并购案中，欧盟委员会（EC）就以两个当事企业都不会向第三方出售数据为

由，拒绝将数据收集或数据分析服务界定为一个市场。

（（二二））作为策略性资源的大数据的反竞争效应作为策略性资源的大数据的反竞争效应

若平台通过大数据①策略性地阻挠进入或引诱退出，则是反竞争性的［2-3］。大数据促使平台拥

有激励和能力构建进入壁垒并维持支配地位，能够限制对手获得数据、避免对手共享数据、反对

出台任何威胁到数据引致型竞争优势的政策等［16］。其结果不仅会导致价格提高和供给减少，还会

损害产品质量、研发创新和用户隐私安全等方面［17］。例如，GAFA和BAT等科技巨头专注于利用

大数据延展垄断势力和精准广告营销获利，而不再重视研发创新和增强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活动［16］。

大数据能够让主导平台（如搜索平台的谷歌和百度）做出服务提升，这是其他中小竞争对手

难以做到的。换言之，竞争平台企业不能充分地与主导平台企业展开竞争的原因是源于大数据规

模的劣势。在大数据时代，主竞争平台给主导平台施加的竞争约束将弱化，这就无法迫使主导平

台研发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18］。

通过对主导平台有关投资选择和用户数据背后行为的分析显示，这些平台愿意获取更多数据，

表明数据收集的规模和广度被平台视为竞争的重要维度［16］。Stucke和Ezrachi［18］发现，主导型搜索

平台有很强的激励和能力将付费广告排名优先于更相关、更高质的搜索结果，这导致搜索平台市

场会潜在降低用户搜索结果的质量，而用户往往无法察觉到这种小幅恶化。例如，全球用户知道

谷歌给了一个优于Bing和Yahoo的搜索结果，但到底优质多少和能优质多少都不可知；国内用户知

道百度给了一个优于360和搜狗的搜索结果，但到底优质多少和能优质多少都不可知。因此，无法

量化就使得谷歌和百度只要能保持自己的服务优于其主要竞争对手，这会一定程度地有意恶化搜

索服务质量，而不会去追求将服务性能和用户体验做得更好。

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通过大数据有意地部分恶化搜索结果违反竞争精神的证据，更没有就

这一问题形成共识：大搜索平台在保持搜索结果优质于竞争对手的前提下，就搜索结果质量的增

量性降低是否应属于反竞争行为？那么是否一个企业有责任全身心地提供绝对最高质的产品，即

便这样做并非利润最大化原则所要求的？显然，没有任何法律有这样的责任要求，更何况搜索结

果质量本身难以测度。数据恶化质量的论断和主张忽视了综合分析双边平台市场特征。例如，增

① 对于大数据特征属性，IBM提出海量性(Volume)、高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价值密度性(Value）和真实性(Veracity)
5个维度来刻画[13-14]。Stucke和Grunes[15]10新增了复杂性(Complexity)和多变性(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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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广告无疑对广告主有利，却导致搜索结果的质量降低和用户体验下降，这就需要在反垄断分析

时综合权衡这一行为对双边平台的综合影响。此时，判定依据应该是经济效率，而不该是经恶化

后的搜索质量水平是否低于搜索用户偏好的水平［13］。

大数据还可能阻碍研发创新活动，损害动态竞争。当某平台的价值体现为对用户数据的收集

和货币化时，只要它手握足量用户数据，就能够借此排除潜在竞争者。其他中小平台被排斥在必

要数据之外或只能付出高代价才能获得必要数据［3］。为扼杀竞争的发起主导性平台能够并购（潜

在或现实的）竞争者或初创平台，但这种行为也可能诱导进入的频繁发生而促进竞争和研发。这

是因为这种并购行为可能诱导进入的频繁发生，迫使主导平台亲自加大研发投入来应对挑战。这

种数据驱动型研发对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自然是有力的推动［19］。因此，主导平台对中小平台的

并购行为本身不表征为反竞争效应，不应先入为主地对之进行反垄断禁止。

由于大多数传统竞争理论工具都基于对产品价格和供给等方面的影响展开分析，对质量的评

估缺乏明确标准，对研发创新的关注也不够。同时，考虑到服务质量评估存在执法机构的主观性

风险，而研发创新因素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使得在大数据的竞争分析中引入质量和研发维度面临

很大挑战。并且，在大数据时代平台面临的主要是数据驱动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服务质量和研发

创新的竞争也是数据竞争的衍生物。因此，虽然数据竞争逐渐扮演着更重要的战略性作用，并开

始被业界广泛认同，但当前数据竞争的学术研究成果仍不足以匹配现实发展的要求。

三三、、正视数据的能力正视数据的能力：：大数据不是无所不能的大数据不是无所不能的

（（一一））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大数据不具决定性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大数据不具决定性

平台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的行为本身并不意味着创建了一个高不可攀的进入壁垒，正如

Lambrecht和Tucker［2］论述的，一种资源要同时满足四个原则或特性才可能长期维持竞争优势：不

可仿效性 （Inimitability）、稀缺性 （Scarcity）、高价值性 （Valuablity） 和不可替代性 （Non-
substitutability）。实际上大数据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特性，也就不可能长期获得或维持竞争优势，

而在互联网经济的某些特定子行业里，数据甚至可能是可仿效、相对不稀缺，甚至是可替代的。

大数据的价值通常取决于能从其中提炼出来的新知识和信息的价值。从大数据海洋中提炼出

有用信息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可获取的数据量，更取决提炼信息的算法和能力。平台拥有知识产

权保护的作为商业机密的算法是异质性的［20］，因而不同平台在数据驱动型市场的服务质量和竞争

力的差异，并不绝对受到数据量差异的影响。例如，欧盟委员会（EC）对微软并购Yahoo搜索业

务案的评价，尽管谷歌在搜索结果排名的相关性上表现更优异，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数据规模必然

带来更高相关度的搜索结果。

其他一些案例同样证明大数据不是无所不能的。例如，大型在线约会平台Tinder是依靠有效的

解决方案发展壮大的。通信应用领域后起之秀WhatsApp凭借低成本又易使用的用户接口和对用户

诉求的关注，成功抵挡住手握海量数据的在位平台AOL的激烈竞争。国内的淘宝、天猫等的成长

更多是倚仗对用户诉求的关注和对痛点的克服。

要获取大数据带来的持续竞争优势，数据掌握者至少应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拥有专

业化人才。正如Porter和Millar［21］所言，平台应拥有管理工具包和组织竞争力的人才，以此激发出

大数据的应有价值，而非一味地囤积海量数据。第二，数据持有者应利用大数据向用户提供产品

和服务从而获得平台和用户双赢。平台应使用大数据前瞻性地理解用户诉求的动态演化过程，而

不仅是只对当前服务或产品做一些增量性的提升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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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双边市场的价格歧视事实上会弱化竞争，使得价格歧视有利于竞争的传统认

识在双边市场环境并不一定成立［22］。数字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迎合个性化需求，在无形中测度每

个用户针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支付意愿。这为向高支付意愿者提高索价，而向低支付意愿者降低

索价提供前提条件。价格歧视损害了原本在统一定价下的高支付意愿者，也让那些支付意愿介于

统一价格和边际生产成本之间的用户能消费得起。如果不关注从用户到平台的剩余转移问题，大

数据带来的价格歧视意图或行为的净福利效应是事实依赖型的。换言之，大数据诱导的价格歧视

问题的利弊是不明朗的。

（（二二））大数据的公共品特性大数据的公共品特性：：可获取性和可替代性可获取性和可替代性

大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23-24］，或者说具有公共品特性。这表现为，一方面。用户数

据能同时被多个经济主体所用，难以明确界定产权所属［1］。例如，任何平台都能不受影响地收集

和使用大数据［6］。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网民时刻都在留下能映射出自

己需求和偏好的“蛛丝马迹”。因此，大数据的生产和流通是几乎零边际成本的过程［25］。

大数据具有可获取性和可替代性。Graef［11］发现，搜索平台挖掘出的对特定用户群体的音乐偏

好信息，与社交网络运营商对同一群体在社交平台共享记录挖掘出的音乐偏好信息基本相同。

Amazon收集的购物记录数据在提升广告精准化方面与谷歌拥有的搜索数据一样高效［6］。移动智能

终端 ISP获取的大量用户实时定位记录数据的信息量接近于互联网科技巨头谷歌和 facebook掌控的

信息量［26］。若能借助不同手段从不同来源的数据中心中提炼出几乎相同信息量的新知识，那么这

些数据就是可替代的，这种情况会降低主导平台因数据控制带来的潜在垄断风险。

这里要说明两点：第一，由于大数据具有异质性，数据可获取性不等于可替代性。因此，由

于通过多渠道获取的数据包含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常有差异，有关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等量数据包内

含等量信息的论断不总是成立［11］。显然，拥有更多同类信息量的数据集或数据来源，能对拥有较

少信息量的数据集或来源实现完全替代。第二，依据数据的不同用途，大数据的涉及范围或多样

性有时与其规模同样重要。大数据的多样性对信息量的正面影响可直观地视为数据的范围经济效

应［1］。具体来说，数据集的真实价值不仅依赖于提供这些数据个体的数量，还依赖于每个数据透

露的信息量。用户数据的范围经济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更大量和更多样的数据集通常能比更

少量和同一性的数据集映射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集服务提供和数据收集于一身的，

能揭示出有关这些用户行为和偏好等的多方面信息，从不同来源渠道获取的数据相整合能揭示出

具有新内涵的信息。因此，在评价大数据价值的维度中，多样性是不可或缺的［27］。

各大平台对用户数据的竞相收集是正和博弈。这是因为，大数据的公共品特性与用户多归属

性有着紧密的关系。用户多归属性是网民在消费多个平台的服务时有意无意地在网上散布个人数

据。用户多归属性让主导平台继续壮大的同时，留足市场空间给跟随者或新进入者专注特定内容

或子领域，进入者能借助自己收集或购买的数据开发差异化产品，以谋求生存之道。例如，在由

Facebook主导的全球社交网络领域，Instagram、Twitter和Pinterest等跟随者专注于图片分享和微博

等特定内容交互，Reddit专注于新闻交互，LinkedIn、Glassdoor和 Indeed专注于职场交互等子领

域。由QQ和微信主导的中文社交网络领域，其跟随者们同样专注于特定子领域。当然，这也无形

中突破了静态市场边界的范围，让反垄断执法时界定相关市场和测度市场垄断程度变得更加复杂。

（（三三））大数据的价值加速递减性大数据的价值加速递减性

大数据具有很快就“变老”的特性，使其瞬间就成为“历史”数据［28］，这点可体现为大数据

五大特性中的高速周转性（Velocity），并反映大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实时性和即时性。大数据的有效

价值一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快速衰减。在变化中原有的规律或许已经改变，现有数据只反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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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历史数据或许在分析市场趋势方面有用，但在指导即时决策方面的价值很有限，如在搜

索平台这样数据差异性大且更新率高的领域，历史数据的价值更低。据谷歌披露，每天用户的搜

索关键字和搜索结果排名记录中有 15%是最新的［6］，这意味着搜索算法需要不断更新数据才能提

供最相关的搜索结果排名。中小平台重走成功之路或许再也不能成功，而主导平台的数据优势亦

是短暂的，也是非决定性的。

进一步地，大数据价值递减速度是不断加快的，也就是说数据会呈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29］。

Lerner［6］对在线搜索和广告平台研究发现，大数据用于搜索结果质量提升的效果越来越差，用于提

高广告投放到目标受众精准度的效果也如此。鉴于规模报酬快速递减的特性，主导平台可能在数

据规模突破某临界值后从额外新增数据中获得的边际价值趋于零，而中小平台运营商更可能从新

增数据中获得正向的边际价值，促使其通过投资提升服务质量和研发［6］。因此，进入平台在数据

收集和分析中不可能长期相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30］。鉴于数据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竞争要点不在

于竞争平台是否获得与主导平台等量的大数据，而在于是否能获得足量的高质且实时数据［20］。

然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并非所有大数据信息贬值都呈现边际价值（规模报酬）

递减，这要取决于数据的具体特性。例如，用户姓名、性别、地址、出生日期和职业等有些用户

特征性数据很难随时间而贬值，至少贬值速度会比较慢，因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类数

据持有量的优势可能有助于企业维持长期的优势地位。但是，由于用户特征性数据占比较低或价

值优势很有限，所以平台凭借数据获得优势地位的情况较少。第二，基于数据统计推断得出的数

据规模报酬递减的论断可能值得推敲，这是由于有一些数据的获取只用于推断目的，而用作其他

用途时价值或许不再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性，更何况，作出某个推断是否能够证明具备充分多

的数据量也是不确定的。当然，对于像搜索平台和在线购物平台等，的确需要一定量级的数据才

能保证足够高的推断准确率，并确保搜索结果排名与用户输入的关键词之间的高相关性［16］。大数

据规模的确可能正向提升平台的竞争力，但提升程度是需逐案分析的。因此，要正视大数据的能

力，不要高估也不能低估其影响。

（（四四））平台异质性与数据个性化平台异质性与数据个性化

通常个性化的大数据是具有异质性的。不同于社交网络，搜索平台收集的大数据更能识别用

户；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收集的数据或许不能与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等智能终端获得的大

数据相替代，而通过智能终端获取的大数据通常还包含用户实时定位等额外信息。

通过在线平台获得的数据的可替代性更强，但不是完全可替代的。即便提供同类服务，在线

平台间的异质性也很大，对其发展更有价值的数据也不尽相同。用户倾向于使用更能准确满足自

己需求的平台，这就使得专业性平台更受特定群体欢迎［20］。平台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定位导致的一

个必然结果是，对某平台重要甚至关键的数据对其它平台而言可能价值有限。竞争平台不需要手

握与主导平台同等数量级的大数据，只需积累适量的高度相关且实时的优质大数据［31］。

四四、、大数据与隐私安全保护大数据与隐私安全保护：：反垄断干预能保护隐私安全吗反垄断干预能保护隐私安全吗？？

（（一一））反垄断干预能否解决大数据隐私安全保护问题反垄断干预能否解决大数据隐私安全保护问题？？

按照当初设计，互联网应是分散化、结构性和匿名互动的，后来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

以互联网科技企业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已经能够借助技术手段准确定位和追溯到数以亿计网民的

“冲浪”踪迹，通常还无需让这些网民知晓或许可，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32-33］。

如前所述，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时代下的大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不仅可能恶化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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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阻碍研发，还可能对个人隐私安全、言论自由和非歧视性权利等多方面造成损害。其中，对隐

私安全的保护最令人关注，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隐私安全常被认为是对防止他人随意侵入个人

领地的保护。由于隐私安全领域中总是存在诸多权衡取舍的关系，因而隐私安全常被视为一种经

济商品，则对隐私安全的保护或侵犯便属于经济问题范畴［34］。

大数据损害隐私安全这一点足以成为机构介入反垄断和规制大数据的充分理由吗？其中赞成

的观点认为，大多数用户感觉自己不足以影响（乃至控制）在线平台收集和使用自己数据［11，17］。

从而担心个人数据被收集和操纵，可能给自己带来隐私安全方面的间接或直接损害［35］。Stucke和
Grunes［15］146认为，用户反复使用互联网平台的免费服务，是因为没有其它替代服务可选，只能通

过“出卖”个人信息获取相关服务。随着网民“创造”出的海量隐私数据不断被互联网平台收集、

处理和使用，在数据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环节搭建隐私安全保护伞显得尤其重要。Ohlhausen 和

Okuliar［34］将隐私安全保护作为数字平台间价格竞争的一种表现。但是，将隐私安全保护解读为一

种非价格竞争形式或许更合适，这种竞争形式对于以免费服务为主要策略的互联网平台而言尤其

重要，平台可以通过提供更严密或更具透明度的隐私安全保护协议来参与竞争［36-37］。

如Harbour和Koslow［10］所言，当主导平台没有动力投资于隐私安全保护，而其竞争者又不足

以施加强有力的竞争压力时，用户隐私安全受损是大概率事件。当然，缺乏其它能提供更好服务

的选项，用户也只能容忍接受低质搜索结果。其实，牵涉隐私安全权衡的议题比 Harbour 和
Koslow［10］所言复杂得多［32］，但对隐私安全的损害并不必然造成对竞争的损害。

如前文所述，用反垄断之剑去解决大数据问题，可能降低平台服务质量、损害竞争和抑制研

发创新活动［34］。实际上，管理层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对于那些研发频繁的经济领域进行反垄断

执法要“包容审慎”，以免阻碍有序竞争和市场的自动发育。正如Lerner［6］所言，在以研发频繁和

技术剧变为特征的行业领域进行反垄断干预是富有争议的，尤其当干预理由是某些假定诉求时，

反垄断干预更有争议性。对于成长中的互联网经济，尤其是分享经济领域，很难区别某项研发活

动是促进还是抑制竞争。正如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谷歌调查的最后陈述，挑战谷歌的产品设

计决策需要提前预见它的产品设计决策，以找到促进竞争的有力证据。反垄断和竞争政策的重要

任务是培育和维持能确保稳健又快速的研发成为可能的经济环境。对互联网经济进行家长式管控，

非但不能培育或维持这样的环境，还可能导致产业发展停滞。

（（二二））强制共享或交易数据是否能够有效保护隐私安全强制共享或交易数据是否能够有效保护隐私安全？？

主张用反垄断干预解决隐私安全问题的论断认为，当在位平台为获得或维持不适当的竞争优

势而滥用手握的大数据时，实施反垄断干预应该是合理的，尤其应强制共享数据和强制交易［20］。

但是，对大数据的反垄断干预会带来诸多有待商榷的问题。从反垄断视角，强迫与直接竞争对手

共享自己收集的数据信息，本身就带有所谓“基础设施教条（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的意

味［38-39］。同时，在大数据时代，强迫与竞争对手进行数据交易已经远远超出交易责任所要求的限

定范围［40］，可能扭曲竞争带来的经济激励强度。Tucker和Wellford［8］提醒道，强迫相关平台分享

大数据会极大打击包括主导平台和竞争平台在内的各方利益主体投资到基础设施上的激励动机。

这有悖于有关反垄断的法律的立法初衷。如果大数据被主观地认定为基础设施，并被强加需无条

件与他人进行交易的责任，市场动态竞争的重要特性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41］。显然，这样一个极

端且影响深远的措施已经超出当前反垄断政策的范畴。

要求在收集数据前得到用户同意的做法会改变用户行为并影响平台服务质量，禁止或限制数

据收集又可能阻碍研发创新和影响服务质量。分割不同的产品线，也可能阻碍研发创新和抑制平

台提供个性化服务［35］。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环节实施反垄断干预，不仅损害竞争，还让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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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私安全问题恶化，甚至产生新的隐私安全问题［42］。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在谷歌并购

DoubleClick案中就否决了用反垄断干预保护隐私安全的建议。

同时，实施反垄断干预的高成本也极大限制了通过反垄断保护隐私安全的可行性。把数据收

集的细节全部告知用户，事实上会误导用户而带来更多的混淆。应该准许在线平台在适当时可以

不将数据使用的细节告知用户［8］。与其他政策干预做法类似，反垄断机构和法院不应过多地介入

到数据共享政策的细节制定中，以免带来新问题。

（（三三））反垄断干预是否适用于保护隐私安全反垄断干预是否适用于保护隐私安全？？

如前所述，隐私安全损害不足以作为反垄断干预介入大数据的合理理由。其实，隐私安全问

题甚至不应该在反垄断和竞争政策的范围内，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旨于促进竞争和研发的反垄断

和竞争政策，与保护用户权益具有不同目标和初衷。反垄断和竞争政策的唯一任务是培育、维持

和创造竞争及研发创新的经济环境。应对隐私安全问题的直接办法应该是完善保护用户权益和数

据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精准地规范每个有关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43］。

隐私安全问题最好由用户保护和隐私法律负责规范［44］。欧洲法院在处理Asnef-Equifax案时指

出，任何有关个人数据敏感性的议题都不是反垄断干预应管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多数大数

据问题本就不是反垄断问题。在谷歌并购DoubleClick案中，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指出，对隐

私安全层面的竞争损害不比对价格和产品等其它层面的竞争损害有更大的可能，因而隐私安全保

护不足以充当挑战这起并购申请的理由。当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力量不对等导致数据可携带性弱化

时，单个用户或竞争企业可能遭受损害，但数据收集问题不属于反垄断法干预的范畴。

综上所述，运用反垄断干预保护隐私安全，缺乏理论和事实证据的有力支持。当然，反垄断

干预虽然不适合用于解决隐私安全问题，但在法律的帮助下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也能对隐私安全提

供充足保护。大数据引致的扭曲性交易行为，并且让隐私安全保护和竞争诱导工作复杂化，在竞

争保护原则重于用户权益保护原则之前，任何隐私安全保护问题的界定及其成本-收益权衡分析都

应考虑其带来的竞争损害影响［45］。因此，使用反垄断干预保护用户隐私安全的方式和时机的选择

问题目前仍未解决。

五五、、研究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一））研究结论研究结论

当前，移动智能终端能够向平台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实时数据，用户在虚拟网络空间的所

有踪迹都能跨设备地追踪和记录。大数据带来的竞争业态及其对竞争结果的影响将会异常深远。

经济数字化和线下活动的线上连接，显著增加可获取的数据量，也引致出“数据无处不在”

的事实，但这不表示囤积数据能够排斥竞争。大数据能否排斥竞争，取决于大数据是否同时具备

可获取性和可替代性，还一定程度取决于大数据的临界规模水平。因此，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

替代性问题成为涉及大数据反垄断案的争议焦点。主导平台拥有大数据本身并非“原罪”，需正视

大数据的能力及其极限，不要过于神化，也不要过于妖魔化。因此，大数据是创造价值还是形成

垄断，关键在于对大数据使用和具体行业特点，或者说数据拥有者的真实意图。

大数据的独有特性给公共政策带来复杂的影响。大数据的公共品特性让保护隐私安全变得复

杂，也导致对大数据造成市场失灵的反垄断干预的呼声，因而保护隐私安全的考虑让用户面临在

分享个人数据和获得更好服务间进行权衡取舍的抉择难题。用户个体难以理解何种数据被收集和

这些数据将会怎样使用，也无法有效地评估保护个人数据的成本与收益。这些知识约束，让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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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和同意权的隐私安全保护对个体而言实施成本过高，对社会而言也毫无效率。

（（二二））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大数据市场的普遍性失灵所导致对其规制的呼声，意味着管理者需提供一个能增进大数据算

法透明和大数据管控的监管框架或倡议，尤其需明确大数据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竞争影响。

反垄断执法部门和数据安全保护监管部门在增进市场信任、保障用户选择和用户福利等方面应达

成共识，为落实共识和避免执法冲突，不同监管机构需加强合作和对话，便于明确平台在跨执法

领域中所能够进行的研发和竞争行为等数据驱动型经济活动，并为反垄断执法者和相关部门提供

更准确的政策解释。国家应培育并打造一支掌握计算技能和构造能力的专业性执法队伍，才能缓

解甚至克服自身与平台间信息不对称的劣势，推动现有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数据保护机构间的合作

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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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timonopol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ANG Yan
（China Institute of Regulation Research，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China）

Summary: After entering the digital age, more and more activities have been digitized. Online connection, and digit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of offlin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granular data generated by virtual 
network space are booming. In the meantime, big data-driven antimonopol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ssues have naturally 
emerged, such as does the dataset mean competitive inhibition? Can privacy protection be used as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policy?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antimonopoly supervis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of data. Among th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imonopol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s a valuable issue.

This article mainly conducts literatur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sided digital platforms, and discusses the 
antimonopol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Based on the c refinement of relevant literature,  we 
try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et competition effect of data under different uses, so as to make a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examin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issues caused by data, and then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data capabilities and prevent 
the deification of data capabil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big data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may bring problems such as quality 
deterioration,R&D obstruction, and privacy damage,while data as a factor of p commodity may facilitate competitive order 
and improve welf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goods,  and accelerated decline and  heterogeneity of data value  also  
reduce  data capabilities, and  data  capabilities  are limited.  Big data  is  a  double-edged  sword,  and the key  lies  in the 
i ntention of the person holding the sword and the specific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d clearly emphasizes two important points. Firstl, data 
antimonopoly should be analyz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rather than on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Secondly, privacy 
protection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inclusion in  the scope of antimonopoly, and it needs to be regulated with the  help  of  
special system design.

The article has obvious policy value.Among them, the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purposes  of  data  and the  various 
competitive impacts derived from it are helpful to correct the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monopoly by all walks of life, 
and  help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agencies accurately deal with the Internet  digital  econom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privacy protection to antimonopoly policy greatly avoids the erroneous idea of including privacy protection in 
the scope of competition policy.
Key words: big data; two-sided platforms; anti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privacy protection; competi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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